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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媒体使用对其环境
认知及环保参与行为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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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中国期刊网和 ＥＢＳＣＯ－ＣＳ （大众传媒学全文数据库） 有关环境传播文章的主题分析，
得出国外研究重视环境专业知识的教育涵化， 国内研究多理论探讨， 少量化分析。 基于 ２０１３ 年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环境模块的数据， 围绕中国居民媒体使用对于环境认知及环保参与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研究

发现： 使用传统媒体比新媒体更能提高中国居民的环境知识水平， 但新媒体使用比传统媒体使用更有助于

增进中国居民的环保意识； 传统媒体比新媒体更有利于促进中国居民的环保参与行为； 环保认知越高的中

国居民行使更多的环保参与行为。 研究进一步提出， 提高中国居民的环境认知水平， 专业的环境教育须先

行； 促进中国居民的环保参与行为， 新旧媒体融合、 线上线下互联是正解。 以提高个人经济水平与教育程

度为基础保障， 以环境修辞为话语导向， 以环境关心为伦理标杆， 以环境友好行为为价值准心， 把行为变

做习惯， 把绿色意识融入身份认同， 才能建构环境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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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深受多种环境问题的困扰： 雾霾肆虐， 黄河断流， 湖泊富营养化加剧， 白色污染蔓延各

地， 土地沙化、 水土流失严重， 旱灾水灾频发， 多种生物濒危等等， 居民的生活安全不断遭到威胁，
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呼声也越发高涨。 事实上， 中国从上世纪 ７０ 年代就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１９７２
年， 周恩来总理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在瑞典举行的人类历史上首次全球环境会议。［１］ 随后， 在北京大

学、 清华大学等高校相继设立环境专业。 １９７３ 年， 第一份环境期刊 《环境保护》 创刊。 １９７９ 年， 第一

部环境法律——— 《环境保护法 （试行） 》 颁布， 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家法制化轨

道。 环境保护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 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光要靠科学的政府监管机制， 更

要依靠公众参与环境保护。［２］然而， 根据由国家环保总局指导，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组织编制的国内首

个环保指数——— “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 显示， 中国公众的 “环保意识”、 “环保行为”、 “环保满意

度” 三项指标自 ２００５ 年起持续下降， ２００７ 年的指数仅在 ４０ 分左右， 无疑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治理拉响

了警钟。［３］如何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 积极调动公众的环保参与行为是近年来国内环境传播学科亟待探

索的话题。
环境传播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发展至今， 已成为与科学传播、 健康传播、 风险传播鼎足并立的传播学

重要分支学科。［４］我国的环境传播研究由狭义的环境传播———对环境新闻报道的范式研究［５－６］ 延伸到广

义的环境传播层面 （分为环境新闻意义框架、 功能主义意义框架、 社会建构意义框架等认知取向）， 大

概也就数十年， 且真正以 “环境传播” 为名开启此学科的研究探索始于 ２００９ 年， 此前多为 “环保传

播”。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中西方针对环境传播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笔者对比分析了中外两大数据库

（ＥＢＳＣＯ－ＣＳ 大众传媒学全文数据库， 中国期刊网） 关于环境传播研究类论文， 以便更深入地比较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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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环境研究的差别。 对于国外环境传播论文的分析， 基于从 ＥＢＳＣ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数据库中以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为关键词共搜到论文 １２５７ 篇， 取排名前 ２０ 的关键词词频分布制图如下：

图 １　 ＥＢＳＣＯ－ＣＳ 关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主题分析

国际上对于环境传播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对环境问题本身的关注， 对于生态学、 环境科学、 气候因

素、 环境保护、 环境政策、 可持续发展这些议题都有深入细致的探讨。 环境传播学科的开创者 Ｃｏｘ 说

过， 环境传播是一个构建公众对环境信息的接受与认知， 以及揭示人与自然之间内在关系的实用主义

与建构主义并存的工具手段。［７］可见在环境议题下探究人与自然内在关联的前提是构建公众对环境信息

的认知。 图 １ 所示， 国外对于构建公众对环境信息的认知层面尤为重视， 尤其注重环境教育问题， 在系

统实践上重视传播专业的环境信息与知识， 呈现出环境实用主义的取向。
以 “环境研究” 为关键词， 在中国期刊网 “传播学和新闻学” 学科分类下共搜到 ２１３ 篇论文， 提

取论文关键词， 再由 ｅｘｃｅｌ 生成如下柱状图：

图 ２　 中国期刊网关于 “环境研究” 的主题分析

图 ２ 证实了中国当下的环境传播研究注重理论层面的建构，［８－９］ 强调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对环境传播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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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作用［１０］ （绝大多数的实证分析也集中于这一主题）， 注重环境议题的话语框架研究。［１１－１２］ 对比可

知， 我国的环境传播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内容单一、 研究问题浅表化， 对于理论层面的建构讨

论颇多， 而在应用实践层面的研究不足。

二、 研究问题

针对国内环境传播研究领域实证分析少、 量化研究弱的现象， 本文选取中国国家数据库公布的

２０１３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ＧＳＳ） 为分析数据， 展开环境传播功能主义

意义框架下的量化实践探索， 系统检视媒体使用对于中国居民的环境认知行为 （环境知识水平、 环境

问题意识）， 以及环保参与行为的影响。 具体来说， 本研究将针对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探讨： （１） 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的使用如何影响中国居民的环境认知？ （２） 如若有区别，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分别对

中国居民环境认知的两个层面： 环境知识水平、 环境问题意识有何影响？ （３）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

用对于中国居民的环保参与行为有何影响？ （４） 中国居民的环境认知行为和环保参与行为是否存在相

关性？

三、 研究假设

国内有关环境传播的案例分析表明， 公众环境专业知识的缺乏， 是造成公众参与环境传播诸多问

题的重要原因。 尽管有些学者认为， 掌握丰富的环境科学知识并不必然促成环保行动或决策，［１３］ 有学者

通过对 《人民日报》 自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年间涉及环境议题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 传统媒体所

涉及的常规报道， 诸如生态保护与监管、 节能减排等常规性议题占据了绝大多数， 这种长期秉持自我

中心式的、 自上而下强调告知与说服的环境宣传难以获得公众的持续关注和深度关心。［１４］ 另外根据

ＰＮＡＳ 上的一项研究，［１５］人们获取科学知识的决定因素相当复杂： 媒体接触时间、 知识互联性、 社会网

络关系、 个性特点等因素都将影响科学知识的获取， 相对传统媒体的单一性， 新媒体塑造的多元知识

景观模式更利于提供个性化、 多维度的知识供给。 对此， 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Ｈ１： 与传统媒体相比，
新媒体使用与中国居民环境知识水平掌握正相关程度更高。

基于环境量表设计机理， 单一的客观环境知识不足以测量人们对于环境的认知， 公众的环境理念

体系 （Ｂｅｌ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也是测量环境认知的重要评判标准， 具体可体现在公众对于环境问题意识的主观

感知变化。［１６］一些研究发现对于科学知识的认知框架不仅建立在人们已有的科学知识基础上， 某种程度

上也依赖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信任程度。 而取得人们信任维度的方法之一是透明化科学知识的可溯研

究来源并公开科学分析的研究过程。［１７］ 有关新媒体的研究表明， 新媒体构建的社会网络环境更为开

放，［１８］信息生产和意见表达的门槛更低，［１９］用户能获取更透明性的科学信息。 因此， 我们认为新媒体更

有助于获得公众特别是对敏感环境议题的信息信任维度， 从而更关注环境问题。 故假设如下， Ｈ２： 与

传统媒体相比， 新媒体使用与中国居民环境问题意识成正相关程度更高。
国内有关环保公众参与的案例大多围绕环境突发事件， 调研媒体在危机处理中与公众的互动机制。

研究发现， 新媒体信息的共享与言论自由分散了社会权力， 提升了公众参与社会的能力。［２０］ 李春雷通过

对昆明 ＰＸ 事件发生地及其周边的实证调研， 发现新媒体实现了环境传播机制的新塑形， 即实现了网上

网下信息联通和情感联动， 新媒体在纾解传统媒体所带来的信息阻滞的同时， 也促进了民众间的信息

互动， 新媒体对底层群体的认知、 态度与行为的搅动推动了底层民众的环境参与。［２１］ 对于公众的环境参

与行为， 亦可视为亲环境行为 （ 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或环境友好行为的一种具体实践。 环境友

好行为是指个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参与， 并积极行动做出与环境直接相关的友好行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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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２］有学者在研究性别构成的亲环境行为差异时， 指出亲环境行为有两种导向： 以家庭为导向 （私

人） 的环境友好行为 （如物品循环利用） 以及以团体 ／ 社会为导向 （公众） 的环境友好行为 （如抗议

运动）。［２３］ Ｓｔｅｒｎ 也曾将环境行为分为公共领域的非激进行为和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２４］ 因此， 我们形成

如下假设：
Ｈ３： 与传统媒体相比， 新媒体使用与中国居民环保个人参与行为正相关程度更高。
Ｈ４： 与传统媒体相比， 新媒体使用与中国居民环保公共参与行为正相关程度更高。
环境心理学者将 “人们意识到诸如资源过度使用或环境污染等问题， 并支持解决这些问题的程度，

或为解决这些问题表达的个人意愿” 定义为环境关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２５］ 并认定环境关心意识

越强烈， 个人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环境行为。［２６］Ｃｌａｒｅ Ｊ􀆰 Ｄａｎｎｅｎｂｅｒｇ 等人的一项实验性研究证明了通过媒体

构建的环境修辞的正确疏导， 人们对于环境知识的伦理反思会上升发展为可持续环保价值观， 制约并

敦促人们的环保行为。［２７］因此， 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Ｈ５： 中国居民环境认知越高， 其行使的环保参与

行为也越多。

四、 研究方法及数据分析

本研究选取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ＧＳＳ） 中的环境模块。

该调查以 １８ 周岁以上的中国居民为研究总体，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最终有效问卷为 １０７２４ 份。
（一） 变量测量

１􀆰 因变量及其测量

中国居民环保参与行为： 本研究用于测量中国居民环保参与行为的是 １０ 个题项， 答案均采取三级

量表 （从不、 偶尔、 经常）， 经 ＫＭＯ 检验得出值为 ０􀆰 ８， Ｓｉｇ ＝ 􀆰 ０００， 统计显著， 说明所有题项适合做因

子分析。 随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炼为两个不同因素。 一个因素可称为中国居民的环保个人参与行为

（ａｌｐｈａ ＝ 􀆰 ６６）， 其中包括的陈述有： （１） 垃圾分类投放； （２） 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 （３）
采购日常物品时， 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 （４） 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 （５） 主动关注广播、 电

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 另一个因素可称为中国居民的环保公共参与行为 （ ａｌｐｈａ ＝

􀆰 ７８）， 包括： （６） 为环境保护捐款； （７） 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８） 参与民

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 （９） 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 （１０） 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或上诉。
本研究探讨的中国居民的环境认知是指对环境及其相关问题的各种认识和基本理解， 包括环境知

识水平和环境问题认知两方面。 其中环境知识水平的测量含 １０ 个题项： （１） 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

造成威胁； （２）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 （３） 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染； （４） 含

氟冰箱的氟排放会成为破坏大气臭氧层的因素； （５） 酸雨的产生与烧煤没有关系； （６） 物种之间相互

依存， 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锁反应； （７） 空气质量报告中， 三级空气质量意味着比一级空气质量

好； （８） 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 （９） 水体污染报告中， Ⅴ类水质意味着要比Ⅰ类水质好；
（１０） 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 （正确、 错误或不知道）。 信度分析表明环境

知识量表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 ａｌｐｈａ ＝ 􀆰 ８７）， 可看作单一量表构成， 因此通过对问题的正确回答得分

加总构成知识水平指数， 分数越高则表明受访者环保知识度越高。 对中国居民的环境问题认知通过对

空气污染、 水污染、 噪声污染、 工业垃圾污染、 生活垃圾污染、 绿地不足、 森林植被破坏、 耕地质量

退化、 淡水资源短缺、 食品污染、 荒漠化、 野生动植物减少等 １２ 个方面环境问题 （ ａｌｐｈａ ＝ 􀆰 ９５） 的严

重性进行检测， 重新编码为 ６ 级量表 （１ ＝ 不关心， ６ ＝ 很严重）， 最后加总取均值得出环境问题意识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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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自变量及其测量

媒体使用： 用于测量居民媒体使用情况的媒体分类共 ６ 种， 均以五级量表测试 （１ ＝ 从不， ５ ＝ 经

常）， 根据主成分分析法提炼出两个因素。 将居民使用的报纸、 杂志、 广播、 电视归类传统媒体使用组

（ａｌｐｈａ ＝ 􀆰 ６１）， 将互联网 （包括手机上网）、 手机定制消息视为新媒体使用组 （ａｌｐｈａ ＝ 􀆰 ６７）。

３􀆰 控制变量及其测量

通过对数据缺失值替换序列平均值处理， 本研究的样本总量为 １０７２４， 人口统计变量包括性别 （男
性 ＝ ５０􀆰 ４％）； 年龄 （ＭＩＮ ＝ ２１， ＭＡＸ ＝ １０１， Ｍ ＝ ５２􀆰 ７， ＳＤ ＝ １６􀆰 ４）； 教育 （８ 级量表， 分为没受过教

育、 私塾、 小学、 初中、 高中、 高职、 本科、 研究生以上； Ｍ ＝ ３􀆰 ９８， ＳＤ ＝ １􀆰 ６６）； 收入水平 （８ 级量

表， 从 ０ 元到百万以上； Ｍ ＝ ４􀆰 ３１， ＳＤ ＝ １􀆰 ２３）， 样本收入水平较集中， ５４􀆰 ９％的居民个人年收入在 １
万元至 １０ 万元之间。

（二）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所有数据均使用软件 ｓｐｓｓ２２􀆰 ０ 进行分析和处理， 结

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预测环境认知和环保参与行为的回归分析 （Ｎ＝ １０７２４）

环境认知行为模型 环保参与行为模型

环境知识水平 环境问题意识 环保个人参与行为 环保公共参与行为

组 １

性别 －􀆰 ０３９∗∗∗ －􀆰 ０２０∗ －􀆰 １１０∗∗∗ 􀆰 ０１０

年龄 －􀆰 １０３∗∗∗ 􀆰 ０１９＃ 􀆰 ０７４∗∗∗ －􀆰 ００６

教育 􀆰 ４４７∗∗∗ 􀆰 １０９∗∗∗ 􀆰 ４０９∗∗∗ 􀆰 ２６０∗∗∗

收入 􀆰 ０７０∗∗∗ 􀆰 ０２８∗ 􀆰 ０７４∗∗∗ 􀆰 ０３９∗∗∗

Ｒ２ 增量 （％） ２８􀆰 ５∗∗∗ １􀆰 ２∗∗∗ １５􀆰 ６∗∗∗ ７􀆰 ７∗∗∗

组 ２

报纸 􀆰 １２８∗∗∗ 􀆰 ０４５∗∗ 􀆰 １５２∗∗∗ 􀆰 ０５７∗∗∗

杂志 􀆰 ０５４∗∗∗ －􀆰 ０１３ 􀆰 ０６２∗∗∗ 􀆰 １２５∗∗∗

广播 􀆰 ０１８＃ 􀆰 ０６３∗∗∗ 􀆰 １０４ 􀆰 １０５∗∗∗

电视 －􀆰 ０１３ －􀆰 ０２９∗∗ 􀆰 ０１７＃ －􀆰 ０２９∗∗

Ｒ２ 增量 （％） ２􀆰 ２∗∗∗ 􀆰 ６∗∗∗ ４􀆰 ９∗∗∗ ３􀆰 ９∗∗∗

组 ３

互联网 （包括手机上网） 􀆰 １７３∗∗∗ 􀆰 ０５９∗∗∗ 􀆰 ０７８∗∗∗ 􀆰 ０２２

手机定制消息 －􀆰 ００９ 􀆰 ０２０＃ 􀆰 ０２２∗ 􀆰 ０９２∗∗∗

Ｒ２ 增量 （％） １􀆰 ４∗∗∗ ２􀆰 ０∗∗∗ 􀆰 ４∗∗∗ 􀆰 ７∗∗∗

组 ４

环境知识水平 􀆰 ２３７∗∗∗ 􀆰 ０９９∗∗∗

环境问题意识 􀆰 ０２４∗∗ 􀆰 ０４７∗∗∗

Ｒ２ 增量 （％） ３􀆰 ９∗∗∗ ０􀆰 ９∗∗∗

Ｒ２ 总量 （％） ３２􀆰 １ ３􀆰 ８ ２４􀆰 ８ １３􀆰 ２

　 　 注：＃ｐ＜􀆰 １０， ∗ｐ＜􀆰 ０５， ∗∗ｐ＜􀆰 ０１， ∗∗∗ｐ＜􀆰 ００１， 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β。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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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 在控制了性别、 年龄、 教育、 收入等变量前提下， 传统媒体分组中报纸 （β ＝ 􀆰 １２８， ｐ

﹤ ０􀆰 ００１）、 杂志 （β＝ 􀆰 ０５４， ｐ ﹤ ０􀆰 ００１） 与中国居民环境知识水平显著正相关， 广播 （β ＝ 􀆰 ０１８， ｐ ﹤

０􀆰 １） 呈现微弱正相关， 而在新媒体分组中互联网与中国居民环境知识水平显著正相关 （β ＝ 􀆰 １７３， ｐ ﹤

０􀆰 ００１）。 传统媒体使用变量解释了知识水平指数 ２􀆰 ２％的变差， 对比新媒体解释比例为 １􀆰 ４％， 可见传

统媒体的效果略胜一筹。 因此， 假设 １ 未被证实。

传统媒体分组中， 报纸 （β＝ 􀆰 ０４５， ｐ ﹤ ０􀆰 ０１） 与广播 （β ＝ 􀆰 ０６３， ｐ ﹤ ０􀆰 ００１） 对中国居民的环境

问题意识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出人意料的是， 电视的使用却对环境意识起反作用 （ β ＝ －􀆰 ０２９， ｐ ﹤

０􀆰 ０１）。 在新媒体分组中， 互联网与中国居民的环境问题意识显著正相关 （β ＝ 􀆰 ０５９， ｐ ﹤ ０􀆰 ００１）， 手

机定制消息起到了微弱的正面效应 （β＝ 􀆰 ０２０， ｐ ﹤ ０􀆰 １）。 相较传统媒体分组 （Ｒ２ 增量 ＝ 􀆰 ６％） 与新媒

体分组 （Ｒ２ 增量 ＝ ２􀆰 ０％） 的模型解释力， 可知后者所起的正面效果更佳。 因此， 假设二得到了经验性

支持。

接触媒体越多， 中国居民行使的环保参与行为也越多， 且个人参与行为受到的影响更大。 但有趣的

是， 传统媒体无论对中国居民的个人环保参与行为 （Ｒ２ 增量 ＝ ４􀆰 ９％） 还是公共参与行为 （Ｒ２ 增量 ＝

３􀆰 ９％） 的模型解释力均要大于新媒体 （Ｒ２ 增量 ＝ 􀆰 ４％， Ｒ２ 增量 ＝ 􀆰 ７％）， 这一发现驳斥了假设三和假

设四。

无论是中国居民的环境知识水平， 还是环境问题意识程度， 都能影响人们参与环保行动， 且环境认

知模型对于个人环保参与行为模型的解释力更强 （Ｒ２ 增量 ＝ ３􀆰 ９％）。 因此， 环境认知与环保参与行为

存在正相关， 假设五成立。

研究还发现， 中国居民的环境知识水平普遍偏低 （Ｍ ＝ ４􀆰 ６６， ＳＤ ＝ ２􀆰 ９２）， 环境保护意识淡漠 （Ｍ

＝ ３􀆰 １５， ＳＤ＝ １􀆰 ６）， 环境认知水平低下。 女性及年轻人掌握更多的环境知识， 也更乐意参与公益环保

活动。 受过良好教育的居民， 以及高收入人群更具有环境意识， 具备更高的环境常识， 也参与更多的

环保活动。

五、 讨论和结论

总体而言， 中国居民的环境知识水平与环保个人参与行为受媒体影响的效果较为显著， 而模型中

环境问题意识和环保公共参与行为模块， 相对而言解释力偏低， 也从侧面反映出环境问题意识和环保

公共参与受影响因素更具复杂性。 此外， 本研究还得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发现。

提高中国居民的环境认知水平， 专业的环境教育须先行。 虽然本研究证明中国居民使用媒体能显

著提高环境知识水平， 但国内的环境报道的突出痼疾为 “有事则抓紧， 无事则放松”， 环境议题存在热

点聚焦持续力低的现象， 环境突发性事故稍有缓解， 新闻报道也随之茶凉。［２８］ 故而一味依靠媒体宣传，

难以持续性提供环境知识供给。 且有研究发现， 多数针对科学话语的不信任事件源于缺乏科学专业知

识背景下， 专家话语的缺失或信息解释不及时，［２９］而造成认知框架模糊从而发展成风险常态化，［３０］ 引发

普遍信任危机。 若以教育建构生态环境的先验知识， 构成个人环境绿色思维， 便会减少因对环境突发

事件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信任危机， 规避知识盲区造成的偏见行为。 另一方面， 本研究设计的环境意识

模块证实媒体只是影响中国居民环境意识的小概率因素， 多项研究表明， 价值观、 伦理道德、 教育背

景、 经济地位等多元环境素养因子皆能影响公众的环境决策。 价值观等影响因子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形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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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唯有靠春风化雨般的教育涵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公众的环境素养， 毕竟要公众形成绿色身份认同，

主观的意识能动大于客观的限制条件。［３１］再者， 发挥媒体本身的教育功能也不容忽视。 大众媒体在传播

知识、 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早在莱斯提到大众媒体的社会化功能时便有详细的陈

述。［３２］媒体应该通过细水长流的新闻传播、 典型问题剖析、 解读环境管理文件、 监督批评破坏环境的事

件等方式提升公众环保意识［３３］ ， 转变公众既有的环境价值观念， 提高公众自觉关心环境、 介入环保行

为实施的环境素养。 最后， 无论是教育层面的环境知识供给， 还是媒体层面的环境宣传， 提高环境科

普知识的透明度、 增加公众的信任感均是提高环境认知行为行之有效的着力点。

促进中国居民的环保参与行为， 新旧媒体融合、 线上线下互联是正解。 新媒体提供的更多元化用户

内容生产机会， 更宽泛的环境话题参与机制使得多数人认为新媒体在劝服公众行使环保义务方面更具

优势。 然而本研究的数据却提示报纸、 杂志等传统媒体依然是督促公众实施环境友好行为的权威渠道。

但同时互联网在鼓励个人环保参与活动， 手机定制消息在促进环保公益活动的贡献揭示出新媒体在提

升公众环保参与热情的功效， 因此， 唯有以媒体融合的视角重塑环境传播的格局， 在继承每一种媒体

优势的基础上， 去创造能更好地符合环境信息传播规律、 更具灵活效应的新媒体互联机制。 削减传统

媒体自上而下的报道环境新闻的范式距离感， 提升新媒体自下而上报道环境新闻的模式的权威性， 扭

转媒体只是政府围绕环境事业展开的官方宣传， 或是应对环境议题时被动解释的刻板印象。 线上线下

同时营造保护生态环境的舆论氛围， 切实拓宽公众参与的途径， 提高公众参与的便利性， 以提高个人

经济水平与教育程度为基础保障， 以环境修辞为话语导向， 以环境关心为伦理标杆， 以环境友好行为

为价值准心， 激发中国居民全方位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 只有把行为变做习惯， 把绿色意识融入身份

认同， 那么 “人人参与， 创建绿色家园” 便不再只是愿景。

参考文献：
［１］ 占光 􀆰 国际环境体制有效性与中国环境治理———以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为例 ［Ｄ］ 􀆰 复旦大学， ２０１０􀆰

［２］ 杨超 􀆰 关于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思考和建议 ［ Ｊ］ 􀆰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６ （１１）： ６１－６３􀆰

［３］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 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绿皮书 ［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ｔ６５􀆰 ｎｅｔ ／ ｚｈｕａｎｔｉ ／ ｚｈｉｓｈｕ ／ ２００７ｍｉｎｓｈｅｎｇｚｈｉｓｈｕ ／

ｍｙｄｏｃ００４􀆰 ｈｔｍ， ２００７－０１－０７􀆰

［４］ 刘涛 􀆰 “传播环境” 还是 “环境传播”？ ———环境传播的学术起源与意义框架 ［ Ｊ］ 􀆰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１６ （７）： １１０－１２５􀆰

［５］ 张威 􀆰 环境新闻学的发展及其概念初探 ［ Ｊ］ 􀆰 新闻记者， ２００４ （９）： １８－２１􀆰

［６］ 程少华 􀆰 环境新闻的发展历程 ［ Ｊ］ 􀆰 新闻大学， ２００４ （２）： ７８－８１􀆰

［７］ Ｃｏｘ， 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２００６： １２􀆰

［８］ 李淑文 􀆰 环境传播的审视与展望———基于 ３０ 年历程的梳理 ［ Ｊ］ 􀆰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８）： ３９－４２􀆰

［９］ 刘涛 􀆰 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 （１９３８－２００７）： 话语、 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 ［ Ｊ］ 􀆰 新闻大学， ２００９ （４）： ９７－１０４􀆰

［１０］ 于美娜 􀆰 微博意见领袖的舆论影响力现状及原因分析———以新浪微博环境传播为例 ［ Ｊ］ 􀆰 现代传播， ２０１５ （８）： １３２－１３６􀆰

［１１］ 刘涛 􀆰 接合实践： 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 ［ Ｊ］ 􀆰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１）： ５８－６７􀆰

［１２］ 薛可， 邓元兵， 余明阳 􀆰 一个事件， 两种声音： 宁波 ＰＸ 事件的中英媒体网络报道研究———以人民网和 ＢＢＣ 中文网为例

［ Ｊ］ ．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１）： ６４－６８􀆰

［１３］ Ｌｅｉｓｅｒｏｗｉｔｚ， Ａ􀆰 ＆ Ｓｍｉｔｈ， 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ｓ Ｓｉ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Ｍ］ 􀆰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Ｔ： Ｙａｌｅ Ｐｒｏ⁃

ｊｅｃｔ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１４］ 黄河， 刘琳琳 􀆰 环境议题的传播现状与优化路径———基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比较分析 ［ Ｊ］ 􀆰 国际新闻， ２０１４ （１）： ９０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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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Ｂｒｏｓｓａｒｄ Ｄ􀆰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

（ ｓｕｐｐｌ􀆰 ３）， Ｖｏｌ􀆰 １１０： １４０９６－１４１０１􀆰

［１６］ Ｒｉｌｅｙ， 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ｃａｌ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ｇｉｎ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Ｕｓｅ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ａ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０， ２００８ （１）： ３－１８􀆰

［１７］ Ｄｉｅｔｚ， Ｔ􀆰 ，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１１０， ２０１３ （ ｓｕｐｐｌ􀆰 ３）： １４０８１－１４０８７􀆰

［１８］ Ｐｏｔｔｓ， Ｌ􀆰 ＆ Ｊｏｎｅｓ， 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ｂ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５， ２０１１ （３）： ３３８－３５８􀆰

［１９］ Ｗｅｉ， Ｌ􀆰 Ｆｉｌｔｅｒ Ｂｌｏｇｓ Ｖ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４， ２００９ （３）： ５３２－５５８􀆰

［２０］ 陈力丹 􀆰 把握新媒体对社会交往结构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传播》 序言 ［ Ｊ］ 􀆰 新闻爱好者， ２０１３ （２）： ８２－８３􀆰

［２１］ 李春雷， 舒瑾涵 􀆰 环境传播下群体性事件中新媒体动员机制研究———基于昆明 ＰＸ 事件的实地调研 ［ Ｊ］ 􀆰 当代传播， ２０１５

（１）： ５０－５４􀆰

［２２］ 罗艳菊， 张冬， 黄宇 􀆰 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意向形成机制的性别差异 ［ Ｊ］ 􀆰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２ （９）： ７４－７９􀆰

［２３］ Ｂｌｏｃｋｅｒ， Ｊ􀆰 ＆ Ｅｃｋｂｅｒｇ， 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９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Ｍ］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７： ７８􀆰

［２４］ Ｓｔｅｒｎ， Ｃ􀆰 ＴｏｗａｒｄＡ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２０００， ５６ （３）： ４０７－４２４􀆰

［２５］ Ｒｉｌｅｙ， Ｄ􀆰 ＆ Ｊｏｎｅｓ， 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 Ｍ］ 􀆰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ＣＴ：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４８２－５２４􀆰

［２６］ Ｓｃｈｕｌｔｚ， Ｐ􀆰 ＆ Ｚｅｌｅｚｎｙ， Ｐ􀆰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 Ｆ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ｕｒｖｅ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８ （２９）： ５４０－５５８􀆰

［２７ ］ Ｃｌａｒｅ Ｄ􀆰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Ａｐｐｅ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ｓ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 （２）： ２１２－２３２􀆰

［２８］ 贾广惠 􀆰 中国环境新闻传播 ３０ 年： 回顾与展望 ［ Ｊ］ 􀆰 中州学刊， ２０１４ （６）： １６８－１７２􀆰

［２９］ 贾贺鹏， 刘立， 王大鹏， 任安波 􀆰 科学传播的科学———科学传播研究的新阶段 ［ Ｊ］ 􀆰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５ （３）： ３３２－３３６􀆰

［３０］ Ｂｅｃｋ， Ｕ􀆰 Ｒｉｓｋ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Ｍ］ 􀆰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１９９２： ２８－３０􀆰

［３１］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Ｐａｌ⁃

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５： ８９􀆰

［３２］ 郭庆光 􀆰 传播学教程 ［Ｍ］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１１４􀆰

［３３］ 林瀚， 童兵 􀆰 新闻传播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互动及环境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 Ｊ］ 􀆰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６）： ４４－４８􀆰

［责任编辑： 赵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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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ｈｅｎ Ｎａ

Ｔａｋ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

ｊ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ｉｒｔｙ－ｔｈｒｅｅ ｎｅｗ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ｔｒａｃｋｓ， ｐａｔｈ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

ｂｌ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ｈｅｎ Ｊｕ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ＣＮＫＩ ａｎｄ ＥＢＳＣＯ－Ｃ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ｓ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ｐｒｅｆ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ａｇｅ 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ｄｕｌｅ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ｒ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ａｎ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ｒ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ｈ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ａｇｅ ｏ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ｈａｎ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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